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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

汪信砚

摘 要 所谓生态文明，实即生态化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使现有的工业文明生态化。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并不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的文明形态，而是要为工业

文明的发展植入一种生态维度，使工业文明由以往的“黑色文明”发展为“绿色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的利益，因而应该以人类为价值本位，坚持和践行以人类整体

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文明建设

是为了维护自然界的利益、应该以自然事物为价值本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必然

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而且还会得出各种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荒谬结论。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就是努力实现生态正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

套能够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有效防范包括资本逻辑在内

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侵害，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使生态

文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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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建设生态文明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要“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并提，强调“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与上述过程相伴随，生态文明建设日渐凸显为我国学界的一个理论热点，人们围绕

着这一论题作了大量的探讨，从若干方面深化了对这一论题的理解，但也显露出不少需要澄清的问题。

本文拟对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哲学价值论的审思。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

什么是生态文明？这是我们谈论和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时必须首先弄清和回答的问题。然而，正是在

这一前提性问题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在国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和讨论中，许多人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农业文明和工

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例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生态文明研究的起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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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申曙光在其研究生态文明的系列论文中就认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讲，已经完成它的

历史使命，正从兴盛走向衰亡，生态危机正是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表征，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
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1]；“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2]。国内较早研究生态文明的余谋昌先生

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渔猎社会是前文明时代；农业社会是第一个文明

时代；工业社会是第二个文明时代；现在将进入新的第三个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工业文明已
经‘过时’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3]。直到目前，这种关于生态文明的“文明新形态”论仍

然相当盛行。例如，徐春教授写道：“生态文明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和以往的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既有连接之处，又有超越之处。”[4]王雨辰教授同样认为，“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

文明形态”[5]（P15）。此外，还有不少人提出，农业文明属于“黄色文明”，工业文明属于“黑色文明”，而
生态文明则属于“绿色文明”[6] [7] [8]。总之，上述这些人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黄色文明”）、工

业文明（“黑色文明”）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绿色文明”）。按照这种关于生态文明的“文

明新形态”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就是废止目前的工业文明，创造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黄色文

明”）和工业文明 (“黑色文明”) 的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绿色文明”）。
上述这种关于生态文明的“文明新形态”论是难以成立的，生态文明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

形态。所谓生态文明，其实就是生态化的文明，或者说就是使我们现有的工业文明生态化。之所以说生

态文明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主要是因为：

首先，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

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的最基本形式，而农业生产和

工业生产又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人类正是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这两种最基本的物

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先后创造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也正因如此，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前

后相继的两种主导形态或独立形态，人类文明也只可能有这样两种独立形态。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在于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保护自然、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保护自然、优化人与

自然关系的活动只能内在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活动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只能通过完善和优

化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来实现。有人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类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保

护客观世界，“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

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9]。这种对“改造客观世界”的理

解是非常狭隘的，似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就只能是“征服”甚至“破坏”客观世界。其实，人类“保护客观

世界”如修复生态环境同样也属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人类“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同样也属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所取得的成果，它主要是

通过完善和优化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来实现的。当然，在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以后，农业

生产日益被工业化，农业生产活动及其成果逐渐成为工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

们完善和优化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成果，生态文明是从属于工业文明的。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在工

业文明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完善和优化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依附性文明，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

立的文明形态。

其次，工业文明没有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生态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工业文明。正如上述，文明

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

来进行的。技术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的总和，其中，各种物质工具是人的自然力（包括体力和

脑力）的放大和延伸，而作为技术的各种方法则是对于人类经验和科学知识的程序化运用。各种技术手

段使人类能够改变既有事物的性质和功能，甚至能够创造出客观世界自发的发展过程中永远也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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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新事物，它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倍增器。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始终是与技术发明和技

术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由此

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即开创了农业文明。尔后，青铜器、铁器的发明和应用等农业技术革命，又不

断地把农业文明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18 世纪以蒸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
使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 19 世纪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20 世纪
中叶以后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则使工业文

明的浪潮不断推进。诚然，以往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往

的工业文明的确可以称为“黑色文明”，这种“黑色文明”是以往各种工业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但是，工

业文明并不必然是“黑色文明”，工业文明也并没有衰落。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变革，工业文明本身也是

在不断地转型升级的。人们通常根据工业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把人类工业文明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发

展过程划分为四个时代，即工业 1.0、2.0、3.0、4.0 时代，其中，工业 1.0 是机械设备制造时代，工业 2.0 是
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工业 3.0 是电子信息化时代，而工业 4.0 则是智能化时代。工业 4.0 概念是德国
政府在 2013 年制订的《高技术战略 2020》中最先提出的，它旨在开发和应用新一代的革命性技术，降
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实现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并举。这些新的革命性技术中，有

很多都属于生态技术。生态技术是工、农业生产中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能源、能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各

种手段和方法的总称。目前已有的生态技术种类繁多，包括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生产过程中环

境压力的各种替代技术，能够在生产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各种减量技术，能够延长原料或产品使

用周期、从而减少资源消耗的各种再利用技术，能够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转化为有用的资源或产

品的各种资源化技术，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技术不过是新的或“绿色的”工业技术，它仍然属于工

业文明的范畴。例如，就替代技术而言，作为消耗臭氧层物质 CFC-12 的代用品，四氟乙烷已被广泛用
作汽车空调、冰箱、工业制冷设备的制冷剂，同时也被用作气雾剂产品的抛射剂、清洗剂以及生产泡沫塑

料的发泡剂。其中，CFC-12 是工业制品，而四氟乙烷同样也是工业制品。目前，这些生态技术的应用，已
经催生了初具规模的生态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三产业等。这类生态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完全可以使工业文明由“黑色文明”转化为“绿色文明”。作为新的工业技术的生态技

术的广泛应用及其前景表明，过时的仅仅是作为“黑色文明”的工业文明，而“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将成

为工业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并不会终结或超越工业文明，而只会赋予工业文明以

全新的面貌，使工业文明绿色化。而如果离开了工业文明的基础，特别是如果没有作为新的工业技术的

各种生态技术，生态文明就永远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上述关于生态文明的“文明新形态”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也是非常有害的。这

种“文明新形态”论的基本前提是认为工业文明已经过时和必须予以废止，如果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对

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毁前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工业化，工业文明水平不断提高，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

第一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工业产值已达 GDP 的 40% 左右，为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地位
的提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当前，中国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后期和从工业大

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型过程又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跃升进程恰相一致并

且构成后者的重要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各国都在大力开发和应用新的工业技术，以互联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亦即所谓的绿色工业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它将

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各国综合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像上述“文明新形态”论

者那样侈谈工业文明已经过时并废止工业文明，而不是注重为工业文明注入绿色要素、积极融入第四次

工业技术革命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力推进和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真正由一个工业大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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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副其实的工业强国，那么，就会使中国重蹈错失第一、二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机遇并只是侥幸赶上第

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末班车的覆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很可能会又一次被冲断和延误。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并非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的文明形态，而是要为工

业文明的发展植入一种生态维度，建设一种生态化的工业文明，使工业文明由以往的“黑色文明”发展为

“绿色文明”。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本位

所谓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本位，亦即生态文明建设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价值本位。生态文明建设涉及

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其实质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么，建设生态文明，

到底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从而应该以人类为价值本位，还是为了维护自然界的利益、从而应该以自

然事物为价值本位呢？换句话说，到底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还是应该秉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立场呢？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主流观点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其理论表现形式主要有动物
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等。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确认人

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人类需要的满足，不是基于自然事物相对于人类的工

具价值，而是基于自然界的利益和自然事物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美国学者泰勒认为，“内在价值被用

来表示这样一些目标，这些东西自身就被当作目的而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所追求”[10]（P73）。在他看来，
所有有机体都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们和人一样具有目的、需要和利益。他说：“全部有机体，不论是有

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目的论为中心的生命，也就是说，每个有机体都是一种完整的、一致的、有序

的‘目的—定向’的活动系统，这些活动具有不变的趋向，那就是保护和维持有机体的存在。”[10]（P122）
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则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

作参照。潜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它，都应继续啼叫下去”[11]（P189）；“在我们发现价值之前，价值就存在
大自然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的认识”[12]（P294）。他举例论证说，数的属性确实是存在于自然
中的，尽管对这种数字属性的体验要等到人产生后才出现；同样，美感属性和审美能力也是存在于自然

界中的 [13]（P318-320）。在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特别是环境伦理学研究中，这种自然事物“内在价
值”说如此流行，以致英国学者奥尼尔径直断言：“持一种环境伦理学的观点就是主张非人类的存在和自

然界其他事物的状态具有内在价值。这一简洁明快的表达已经成为近来围绕环境问题讨论的焦点。”[14]

（P135）而在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既然自然事物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就拥有和人类一样的
生存和发展权利，理当受到我们的平等对待，人类不应有任何仅把自然事物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

手段的虚妄的优越感。从这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主流观点对人类中心主

义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人们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那种只承认自然事物对于人类的工具价

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恣意掠夺，并因此而必然导致当代的生态危机；只有从根

本上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承认自然界的利益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给自然事物以伦理关

怀或道德关爱，才能使生态环境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才有可能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

在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许多人也都沿袭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主流观点及其非人

类中心主义立场。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使农业文明成为“黄色文明”、使工业文明成为“黑色文

明”的罪魁祸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罪恶之源”。因此，要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根

本上否定、反对、突破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上述国内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以自然事物为价值本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很成问题的，它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中的“人类”一词，既可相对于“非人类”

即自然事物而言，也可相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与此相应，在价值论层面上，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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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在两种极其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一是仅指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价值取向；二是概指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们总是把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置于首要

地位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显然，前者是一种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与以个

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

（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后者则是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既包括狭义的

人类中心主义（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包括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个体本位

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利益分化特别是私有制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条件下，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

义从来都未曾成为人们现实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中起作用的向来是各种形式

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后者如种族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等

等。从历史上看，正是在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

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向大自然展开了残酷的掠夺和暴虐的征战，而丝毫不去考虑这种行

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当代的生态危机。上述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把历史上

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主义所酿成的恶果记到整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头上，笼而统之地断言人类中心主义

是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罪恶之源，显然是一叶障目，把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混同于整个人类中

心主义，并由否定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而走向了否定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国内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人们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

判，其矛头所指其实也正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之所以

说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祸根，是因为“它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

义”[13]（P49）。对此，英国学者海华德曾作过分析和阐述。他说：“在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政治学中被置于
人类中心主义名义下加以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关心人类的利益却无视其他物种的利益，甚至以牺牲

其他物种的利益为代价。”[15]（P46）海华德认为，人们在这里所批判的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
视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

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是可以克服的，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难以避免的。应该说，海华德对非人类中心主

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概括是准确的，但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辩护却是不得要领的。问题的关键在

于，人类沙文主义或物种歧视主义是指那种只强调和重视人类这个种群的利益而根本无视其他物种利

益的观念和行为，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指认为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并进而视为

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完全是抽象地谈论问题。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恣意破坏生态环境如大肆污染空

气和水体、杀戮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哪一种体现了强调、重视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利益？它们都不过是

为了追逐和满足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私利。显然，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批判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

义，实质上不过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西方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中，正是由于看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批判和拒斥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只是各种不同形式

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所以不少人都致力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重建。例如，美国学者诺顿

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强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并且反对“强人类

中心主义”而推崇“弱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强人类中心主义”一味追求满足人的“感性偏好”即“当前

可以通过某些明确体验来得以满足的个体愿望或需求”[16]，只关心个体需要和眼前利益，把自然界视为

征服、宰制的对象和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类沙文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虽

然也认为必须满足那些保障人类生存的“感性偏好”，但强调对这些“感性偏好”的满足应该受到“理性偏

好”的指导和制约，而所谓“理性偏好”是指“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表达的愿望或需求，他断定这

些愿望或需求与一种可以被理性地接受的世界观相一致”[16]，因而它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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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利益。诺顿所反对和拒斥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

义，而他所主张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那种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亦即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此外，约纳斯和佩珀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

主义”、海华德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重建，也都提出了与诺顿的“弱人类中

心主义”大致相同的理论主张。

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必定一开始就陷入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境地。西

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但它们无例外地都是以人以外

的自然或自然事物为中心的。问题在于，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关注的对象，人们所谓的自然或自然事

物虽在人之外，却并非与人不相干，而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生态环境。因此，生态文明理论研

究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主张以生态环境为中心，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事实

上，生态环境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本身就预设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人类中

心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可能超越的只是某种具体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要真正克服当代

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超越或走出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走入以人类

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亦即必须坚持以人类整体

作为价值本位。如果像以往国内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样拒斥一切形式的人类

中心主义，包括那种将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得出各种

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荒谬结论。例如，有的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者竟然宣

称“人类是生命世界的癌症”[17]，“当地球上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消失时，那绝不会对其他生物

的存在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反而会使它们受益，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它们的生存所造成的破坏就会

立刻停止。如果站在它们的立场上看，人类的出现确实是多余的”[18]（P208）。因此，尽管一些非人类中
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者声称要建立一种所谓的“新人道主义”，但他们所奉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十足的兽道主义！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即建设生态化的工业文明，必须通过以人类为价值本位的价值追求来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就是努力实现生态正义。只有自觉追求生态正义，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

价值目标，使生态文明成为现实。

所谓生态正义，就是所有人包括代内所有人和代际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同

时又能公平地分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学者巴里曾说：“在柏拉图的时候，如同我们的时代

一样，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19]（P3）巴里对历史上各种
正义理论的评价敏锐地提示了正义理论的对象，即正义理论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而正义就

是人们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价值属性。作为社会正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生态正义同样也是指人们之间

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公平、正当性，只不过在这里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由

于生态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内容，任何人都必须生活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所以以生态环

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一种关涉所有人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正因如此，虽然从历史

上看生态正义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才凸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正义，但它有着较之其他形式的正义更为丰富
的内容。具体来说，生态正义具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代内正义，即同时代所有人，无论其种族、民族、

国籍、性别、职业、信仰、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如何，都能够平等地享有生态权益和公平地分担生态责任；

二是代际正义，即各个世代的人都担有保护生态资源可持续性的责任和义务，前代人对生态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不应该损害后代人的生态权益。在这里，无论是代内正义还是代际正义，其所规定的都是以生态

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至于一些人所谓的“种际正义”或“自然正义”，则根本不



· 48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属于生态正义的范畴，不可能成为生态正义的维度，因为人与纯粹的自然或自然事物之间并不存在权利

和义务关系。虽然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也主张动物的权利，认为动物应该从人那里获得“平等的关心”

的道德权利，并且认为人可以作为动物的道德“代理人”，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之点，即正义并不仅

仅意味着享有某种权利，它同时也意味着担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是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对于任何

道德主体来说，如果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其权利也不可能得到辩护和确认。正如

卡尔·科恩所说：“只有在那些相互之间实际上做出或者能够做出道德要求的存在物之间，权利才会产生

并能被清晰地加以辩护。”“权利的持有者必须拥有领会义务准则的能力，这些准则支配包括他们自己在

内的所有的人。”“只有在一个能够对道德判断加以自我约束的存在物的共同体中，一项权利的概念才能

被正确地唤起。”[20]而如果说人可以在道德上为动物的权利主张“代言”和为动物的权利辩护，那么，人

也能够“代理”动物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吗？例如，当 19 世纪澳洲野兔泛滥以致造成生态灾难时，人
如何作为野兔的道德“代理人”既为其权利主张“代言”又代其履行相应的生态义务呢？只要问一问这类

问题，动物权利论和“种际正义”说就会不攻自破。总之，生态正义只可能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两个维

度，它们才是生态文明建设应有的价值追求。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实现生态正义、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呢？对此，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了

不懈探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资本

主义的生态非正义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首先，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包

含着不可克服的生态矛盾。奥康纳认为，生态可持续性要求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是根本相冲突的，资

本主义必然会使自然界沦为资本自我扩张的“水龙头”和随意污染的“污水池”。福斯特指出，资本自我

增殖即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而“资本的扩张本性与地球有

限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冲突”[21]（P69）。佩珀认为，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本质上
是敌视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

而是一个骗局”[22]（P139）。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用以说明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而必然无限度地扩大生产，从而

必然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向自然界倾注更多的污染。然而，自然资源和自然界的自净能力都是有限

的，“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
突”[21]（P2）。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遵从的“成本外在化”原则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他认为，为
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遵循“收益内在化和成本外在化”[22]（P106）的原则，资本家
是不愿意做保护环境、控制污染等增加生产成本的事情的，他们会将这些生产成本“外在化”即转嫁给整

个社会，让他人和子孙后代为他们破坏生态环境的逐利行为付出代价。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

奉行生态帝国主义或生态殖民主义策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

资源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物，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再次，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必然导向生

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使资本主义无限度地扩大生产以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成为可能，必

须使所生产出来的商品被消费者购买和消费。因此，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需求、激发人们对商品的

无止境的欲望，从而无限度地扩大消费即“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就成为资本主义消费模式的必然选

择，这种把消费视为人生目的和幸福的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的自然结果就是生态灾难。奥康纳认为，商

品消费率的不断增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趋势，它的必然伴生物就是生态灾难 [23]（P330）。福斯特
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

了第二个目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

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

量的驱使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21]（P90）。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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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本主义是生态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要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

文明，就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

义乌托邦，是一个走出了资本逻辑或市场逻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有计划地对生态资源进行按

需分配、“生产得更少”而又能“生活得更好”的社会。在那里，生态危机不复存在，生态正义最终得到了

实现。

在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时，国内学界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

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像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那样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来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

决途径、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简单地归结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或“走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把生态

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变革

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地方, 也是其理论的深刻
之处；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仅仅拘泥于价值观的批判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模糊

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辩护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是一种本质上反对资

本主义的生态学 [24]。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它力图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予以特别的肯定和赞誉，

实则有时贬低有时又拔高了它。实际上，价值观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对现实利益的切实反映

和自觉追求，并且每时每刻都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倾向和行事方式。同时，价值观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

批判也绝不是截然分殊或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

制度文化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一样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因此，只有深入到价值观批判，资

本主义批判才能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核和灵魂。应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是触

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的，因为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矛头所向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核心的个人主

义的价值观，后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本位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对象是资本逻辑，即资本必然追求无限度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资本

主义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和无限度地扩大消费不过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两种具体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之所

以是反生态的，就是因为它牢牢地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按照资本逻辑

设计的。而资本逻辑则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资本的必然要求，它不过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

体中心主义内在逻辑的集中展现；受资本逻辑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处处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个体中心

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它

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的简单指认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

义制度生态非正义的价值论秘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

价值观批判，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批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视为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也就是因为，在

他们看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解资本逻辑，而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摆脱了资本逻辑控制、

克服了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社会。正如佩珀所说：“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

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22]（P340）从这
里也可以看出，在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并非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像一些人所说的

那样超越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的”价值观之争，有些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者是明确主张走出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这两种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

（强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入以人类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

认识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即个人主义

价值观的批判、它比单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和更为根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现生态正

义、建设生态文明是极其重要的。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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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当代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祸根，同样也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的 30 年间，生态环境问题就已日益凸现，特别是全国性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围湖造田导致了大面
积的生态破坏，而支配和诱使这些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是追逐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的各种形式的

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又被资本逻辑空前放大了。本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

人民民主专政》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论著中曾经多次阐述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既要发展和利

用资本又要节制资本的重要思想。然而，从新中国 70 年来的建设实践看，前 30 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
发展和利用资本，那时中国日益凸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与资本逻辑无关；后 40 年中我们积极利用和发
展资本但又未能有效节制资本，致使资本逻辑不仅侵入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使

原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升级，造成了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认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走出资本逻辑、从而克服生态危机，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

上，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最集中地展现了资本逻辑，但它并不是资本逻辑能够起作用的唯一社会条件。马

克思曾经说过，“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25]（P397）。因此，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只要存
在着资本，资本逻辑就必然会表现出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和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资本逻辑同样也会发生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侵害，就必须特别重视节制资本。所谓节制资本，并不

是完全消解资本逻辑，因为不按资本逻辑行事的资本根本就不是资本，而是要对资本逻辑加以限制，用

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它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26]（P1061）或“有益于国计民生”[27]（P306）的
范围内。显然，保护生态环境、克服生态危机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节制资本自当包括不让资本的逐

利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而要有效地节制资本，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仅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包括严格的环境立法、完善的环境

监管体制以及生态修复、补偿机制等等。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建设，制订、完善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规定和法律法规，使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逐步确立和日趋完善。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这些生态环

境保护体制机制的作用，我们才能有效防范包括资本逻辑在内的各种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

生态环境的侵害，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使生态文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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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ang Xiny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ctually ecologicalized civilization, or ecologicalization of the exist-
ing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value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not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transcends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ut to implant an ecological dimension for industrial civiliza-
tion to develop from “Black civilization” to “Green civilization”.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safeguard human interests. Therefore, we should regard mankind as the value standard, adhering to and
practicing anthropocentrism that takes the overall and long-term interests of mankind as the fundamental value
measur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position of non-anthropocentrism, which ad-
vocat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nature and should take
the things of nature as the value standard, is not only bound to fall into a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in theory, but
also leads to various absurd conclusions of anti-humanitarianism and even anti-humanity. The value pursui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try to achieve ecological justice. Only by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a
set of mechanisms to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socialist system can we effectively prevent
various forms of individualism and groupism, such as capital logic, from infring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realize ecologic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value goal; value standard; value pursuit; anthropocen-
trism; non-anthrop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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